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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制度的形成与变革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司法机关将罚没收入上缴地方政府财政账户，地方财政再根据情况将所收取罚没收入返回司

法机关，罚没收入从而被用于补支司法经费，并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经费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我国的司法经费自筹体制。差额预算体制下，利用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补支司法经费，是地方司法经

费筹集的惯常做法。这种补支自筹方式，既有着国家的明文制度安排，同时也具有种种运行潜规。司

法财物改革后，随着司法罚没收入统一上缴省级财政，地方政府无法分享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作为财源，

就很难再像原来一样承担起司法经费的给付责任。司法改革中，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会失去地方财政的

有力支持，从而会面临一定的财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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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财物省级统管改革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冷必元博士

    主持人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

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

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对

象是司法系统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管体制成为改革亮点。司法改革提出五

年多来，虽困难重重，但进展顺利。本专题研究围绕司法财物省级统管改革问题，特邀三位学者进行学

术探讨。《刑事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制度的形成与变革》一文，梳理了我国司法罚没收入冲抵司法经

费机制的形成过程，讨论了司法财物统管改革将罚没收入统一上缴省级财政后对地方司法机关形成的财

经压力。《论司法事权语境下地方法院财物分级保障模式》一文，论证了法院运行基本经费、个体差异

性小的项目由中央承担，地方具有法定审批权、个体差异性大的项目由地方来承担的原则，提出了适当

分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支出责任的重要建议。《论省以下法院财物统管改革》一文，探讨了财物统管改

革的价值取向、理论依据，作者认为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量大幅度增长，非

税收入不断增加，省级财政对于法院全额保障的压力并不大，提出了省级统管改革政策具有切实可行性

的重要观点。3 篇论文既回顾了司法财物省级统管的重大改革举措，又从法学、财经学等视角进行了跨

学科、多纬度的理论阐释，对司法财经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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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Forfeiture 
Supplementing Judicial Funds

LENG Biyuan

（College of Law，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he judicial organs transfer the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into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accounts, 
and the local finance returns the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to the judicial organ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e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are used to offset the judicial fund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unds for 
the judicial organs. On this basis, a self-financing system of judicial funds has been formed in China. Under the 
differential budget system,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for local judicial funds to offset judicial funds with judicial 
revenue such as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This self-financing method has both a clear-cut system arrangement of the 
state and various operational rules. After the reform of judicial property, with the unified handing over of judicial 
penalty and confiscation income to provincial finance, local governments can not share the judicial revenue such 
as penalty and confiscation income as financial resources, so it is difficult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ying 
judicial funds as before. In the judicial reform, the local judicial organs may lose the strong support of local 
finance, and thus face certain financial pressure.
Keywords：penalty and confiscation of income；judicial funds；self-financing；judicial reform

刑事罚没制度包括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两个

方面的刑法制度，而没收财产刑又包括了没收财

产、没收违禁品、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没收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四种情况。[1] 司法

经费是司法机关司法行政和办理案件过程中所需

要配置的办公和办案资金，是供司法机关使用的

公共财物。罚没收入和司法经费，两者性质、内

容均不相同，本属扯不上关系的两类事物；但是，

当国家将犯罪人缴纳的罚没财物指定用于司法行

政和办案活动，用以补支司法行政和办案经费时，

两种本无关联的事物则产生了密切联系。司法行

政史上，将罚没收入直接或变相补支司法经费、

罚没收入成为司法经费重要来源的情况，并非个

案。有时国家为了增加司法经费财源，会增设罚

金刑刑种，扩大刑事罚没制度的适用范围。从某

种意义上而言，罚没收入一定条件下会成为支撑

国家司法运行的重要经济来源。

  一  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的制度化

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与旧政权彻底划

清界限，废止了国民政府所有法律法令。“国民党

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

律作依据。”但由于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

兴，“人民的新的法律”尚未制定，司法审判工作

缺乏系统的“新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中共中央

决定，“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

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

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2]

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全国人大、中央政府等

部门或机构加紧制定了一批条例。新制定的条例，

有的属于单行刑法，有的则是诸法合体的综合治理

型法律规定，其中包含了大量附属刑法条款。单行

刑法有 1951 年政务院发布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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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条例》、1952 年中央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而包含附属刑法条款的

法律则有 1951 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

行海关法》、1957 年全国人大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等。这一批单行或附属

刑法中，大多规定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如《妨

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第三、四条规定的以反

革命为目的伪造国家货币罪，第五条规定的以其他

方法破坏国家货币信用罪，都规定了罚金刑和没收

财产刑；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

第七条规定了两档罚金刑，“对违反本条例和本条

例实施规则的人……处一千元以下罚金；如果因违

反本条例……并处或者单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金。”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立法情况可知，

当时的刑法规定了罚没制度。

但是，这一时期还没有建立健全的配套罚没

收入上缴财务管理制度。1951 年，中南军政委员

会下发了《关于整顿罚款、没收收入的决定》，

决定要求：“县市级各机关所收罚款和没收款物，

以三成划归县、市，作地方财政收入，七成上解

省库，由各地支行划分入账。”该决定所称“罚款”，

实际上既包括行政罚款，也包括司法机关所判处

的罚金。[3] 这是一份通行全国并具有全国性法律

效力的法律文件。按《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财

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的财经政策，当时省以

下罚没收入被划归地方财政收入，由地方自支和

管理。[4] 市县地方司法机关所判处罚金和没收款

物，由省和市县两级财政根据以上政策，以 7:3 的

比例划归各自财政收入。从 1951 年颁发伊始，一

直到 1982 年《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出台以前，

我国一直按照《关于整顿罚款、没收收入的决定》

管理司法罚没收入。

《关于整顿罚款、没收收入的决定》规定了省、

市县二级财政对罚没收入以 7:3 的比例分配，但该

政策实施之后至 1982 年之前，二级财政是否将所

收罚没收入拨支司法机关作为司法经费，司法经

费的来源是否和司法机关所判处罚没收入紧密挂

钩，目前尚缺乏充足资料详加考释。不过，该期

间罚没收入缺乏统一管理机制，导致各执法执罚

单位“政出多门，互相攀比”，司法业务中存在

着“某种程度的‘向钱看’、‘以罚代刑’等偏向”，

确属事实。[5] 司法机关之所以存在“向钱看”“以

罚代刑”的现实情形，在司法业务中尽量多判处

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尽量顶格判处罚金数额，

这恐怕和司法机关本身的物质利益不无关系。只

有司法机关自己有权参与罚没分配，其才可能会

想方设法突破法律底线刻意寻求经济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到 1982 年这一

时期，对罚没收入的处置形成了两种与司法经费

密切关联的习惯做法。一是形成了罚没收入司法

提成的做法。故而，1982 年酝酿构建统一罚没收

入管理办法之际，财政部预算管理司制度处提出

意见，认为应当“把现行罚没收入提成办法，改

为罚没收入全部上交财政的办法”，因为司法习

惯形成的“收入提成办法，造成多收多提，少收

少提，无收不提，容易产生‘向钱看’和‘以罚

代刑’等偏向，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

不利”。可见，办案机关是参与了罚没收入提成的。

二是形成了罚没收入抵支司法办案奖金的做法。

1982 年构建统一罚没收入管理办法之际，财政部

预算管理司制度处认为，不能再用罚没收入给办

案机关发放奖励金，“因为协助办案、破案是这

些部门应尽的职责。过去许多单位把奖励金拿来

给本机关职工发奖金，不仅严重腐蚀国家执法干

部，而且用罚没收入来发奖金，政治影响也不好。”

从财政部预算管理司制度处的意见中反映出，当

时一部分罚没收入成为了司法奖励经费。[5] 这些

习惯做法，对以后制定统一的罚没收入管理办法，

对罚金制度、没收财产制度不断扩大适用范围，

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79 年，我国仿照苏维埃刑法制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 年刑法施行后至

1982 年，财政部制定了《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统一了政法机关（公检

法统称为政法机关，参见《办法》第二条）对罚

没财物管理的法律准则。《办法》第三条规定，

罚没收入应如数上缴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

得自行提成。《办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

直存在的罚没收入提成的做法。但《办法》第四

条同时规定，“政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因办

案需要增加的费用，由案件主办单位定期编报用

款计划，由财政机关核准后在入库的罚没收入中

20% 至 30% 以内掌握退库，统一安排使用。”虽

不能提成，但可以办理罚没收入退库。国库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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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成了政法机关暂时寄存罚没收入的保管单

位，只要办案部门有需要，随时可以从自己上缴

的罚没收入中领支。同时，《办法》还进一步规

定了罚没收入抵支办案奖金的习惯做法。《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对案件的告发人，发给奖励

金。……发给案件告发人的奖励金，按其贡献的

大小有多有少，在每案罚没收入总额的 10% 以内

掌握。”《办法》肯定了原来从罚没收入中提取

办公办案经费、奖励经费的习惯做法，并进一步

将之统一化、法制化。故此，《办法》与其说是

一种制度创新，倒不如说是顺应了司法机关的运

行现状，对原来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的习惯做

法做了一个制度安排。原来司法机关在挪用罚金

补支司法经费时还有所顾忌，感觉缺乏制度依据，

现在则有了明文法律保障，可堂而皇之了。

财政部制定《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目的

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加强罚没财

物”管理。[5]《办法》的实施，适应了政治经济形

势发展需要和财政财务管理要求，较好地实现了立

法目的。[6] 但《办法》中的办案费用退库规定、罚

没收入抵支奖金规定，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如“实

际执行中，这种把办案费用补助同办案的经济成果

直接挂钩的办法，发生了‘多罚多得，少罚少得，

不罚不得’的现象”。《办法》的颁行不但没有缓

解“向钱看”和“以罚代刑”的司法偏向，反而用

制度形式为执法执收部门壮胆撑腰，部分司法部门

更加肆无忌惮，刻意搜刮。“少数办案单位为了追

求‘多罚多得’，争办案件，争罚没财物”，司法

部门一定程度上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业机构，部门之

间形成了恶性商业竞争。这种由立法问题导致的部

门利益争夺，“影响了有关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和

兄弟部门之间的团结”，社会影响恶劣。

1986 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中央执

法机关，对罚没收入采取定比挂钩、退库提成的

规定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6] 在

此基础上，财政部整合相关规定，并对 1982 年的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从而在

1986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新的《罚没财物和追回

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

与 1982年的《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相比，新《办

法》的突出特点在于规定了“收支两条线”管理

办法，否定了传统罚没收入退库做法。新《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罚没收入应当如数上缴国库，不

得截留、坐支。政法机关的罚没收入作为非税收入，

缴入同级地方财政账户；“除因错案可予以退还外，

财政机关不得办理收入退库。”

传统司法经费需要从罚没收入中支取，从罚没

收入中办理退库，其原因在于司法经费配比总是

严重不足，国家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足够的办案经

费预算。中国一直存在着诸多差额预算执法机构，

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对这些机关往往不给或

少给财政经费。[7] 司法机关也属于这类差额预算

机关。罚没收入实际上是司法机关就司法经费不

足部分自筹解决的一贯做法。[8] 统一禁止退库后，

切断了罚没收入的补救来源，司法经费的不足部

分如何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办法》

在制定禁止退库规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法机

关经费预算外需要增加的办案业务开支。新《办

法》第二十条规定，预算经费不足支用部分，“可

由各级执法机关的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机关编报

‘办案费用补助’专项支出预算。”可见，新《办

法》虽然建立了禁止退库制度，但并没有否定用

罚没收入补济司法经费的传统做法。新《办法》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罚没收入存入地方财政账户，

司法机关不能再直接支取，而只能按需申报。

值得思考的是，直接支取和按需申报支取，

这两种罚没收入使用方式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本

质区别。无论是直接支取还是按需申报支取，所

使用款项同样是办案机关自己“创收所得”的罚

没收入，花的是同样一笔钱；所不同的是，与提

成支取相比，按需申报支取要多填些表格，会多

几道审批手续，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周天勇认为，

所谓收支两条线，是执罚单位先将罚来的钱上缴

地方财政，再由地方财政将罚没收入划拨给执罚

单位，实际上是一种由财政管理部门下达罚没任

务、并给予罚款分成和超收奖励激励的体制。司

法部门罚没越多，地方财政返回给自己的办公经

费也就越多，因而会形成一种“制度设计上的激

励”。这种体制下，“下达（如口头下达）收费

罚款目标、任务、奖励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9]

收支两条线实际上还是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

和传统做法比较，换汤不换药。

差额预算财经体制下，地方财政返还的罚没收

入，为补足司法经费提供了重要支持。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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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司法机关所拨付款项，罚没收入是其中的重要

财源。傅郁林教授透露：“我们算过细账，实际

上每年（民事）诉讼费的收入，和刑事案件罚没

的财产，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如果法院预算支出

中央化，诉讼费和罚没财产当然也要中央化。算

账的结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两者基本可以

相抵。”[10] 差额预算体制下，利用罚金等司法收

入补支司法经费，成为了司法财经的一种新常态。

这种补支方式，既有着国家的明文制度安排，同

时也具有种种运行的潜规。

二 司法经费自筹机制的运行

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机制建立后，我国采

取中央、省、地方三级合作方式，解决市县司法

机关经费保障问题。支付给市县司法机关的经费，

一部分来源于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一部分来

源于所在省级财政配套资金，还有大部分是所在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比如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经费收入总额为 2100.04 万元，其中，中

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518.72 万元，省级政法转移

资金 126.85 万元，南充市地方财政拨款 1454.47
万元。中央、省二级资金在全部经费中占比为

30.74%，地方财政拨款占比为 69.26%。[11] 南充市

中级人民法院三级合作解决司法经费保障问题的

做法，基本上也是全国各市县司法机关经费保障

体系的缩影。比如 2009 年，全国法院经费收入总

额为 467.77 亿元，其中，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79.8 亿元，省级配套资金 27.25 亿元，同级财政投

入 360.72 亿元，[12] 中央、省二级资金在全部经费

中占比为 23%，地方财政拨款占比为 77%。

地方司法经费大部分取自于地方，为什么地方

政府乐意并有能力承担这部分支出？这与当时普

遍存在的罚没收入等司法非税收入上缴地方财政，

再由地方返还法院的“以收定支”体系存在密切

关联。

经济绩效是考虑地方首长任期内政绩的重要

指标，地方政府比较热衷于 GDP 和相关经济指标

排名。[13] 在激烈的经济效益政绩竞争环境下，地

方政府一方面着力于能带来收益的项目，另一方

面又会形成偏向生产性支出的支出结构。这就会

造成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出现“重基本建设、

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14] 司

法活动是一项公共服务活动，一般情况下，作为

公共服务的司法活动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收

益，反而会不断吸干有限的政府财政收入。经济

效益政绩观念使然，司法审判活动自然不属于地

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范围，甚至还可能是

某些地方政府最想压缩开支的地方。[7]

在这种背景下，罚没收入增援司法经费，对

维持司法机关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国家财政对很多地方的执法执罚机构采取差额预

算法，不给予足够预算，不拨付足够运行经费；

但国家会给这些机构相应执法执罚政策，这些部

门和机构可以依政策向要进行执法的对象收缴费

用，用以贴补运行经费不足。执法部门罚没数额

越大，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地方

政府就是采取这种“以收定支”方式，支持市县

司法机关的司法配套资金，或者根据诉讼收费的

多少和进度予以安排，[12] 或者根据上缴财政罚没

款项的多少按比例返还。根据这种变相的“以收

定支”机制，地方政府拨付给市县司法机关的经费，

实际上是司法机关自己在执法活动中收取或罚没

的非税收入，实际上属于自己的自筹经费，是自

己的“创收”所得。只不过是这笔经费以政府财

政的名义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司法机关口袋。

这种地方司法财经体制，不是以地方政府的财政

经费减少为代价，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恰

恰相反，这一自筹经费过程反倒部分增加了地方

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根据比例存留一部分

上缴国库或作为其他项目资金。在法院诉讼费和

罚没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策后，依规

则相关非税收入应全部上缴国库；但调查表明，

纵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安排预算资金

方面，以收定支、收支挂钩、明脱暗挂的现象依

然是一种普遍现象。[15]

国务院、财政部都曾明文反对地方政府或财政

部门“对执法单位硬性下达罚款收入任务指标”，

反对“对执收执罚单位搞收支直接挂钩”的做法。

（参见财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

行预算管理的规定实施办法》（财预字 [1995]27号）

第五条，财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

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第二条、第七条，国务院《违

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

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八条等）但要么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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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定刚性不足，要么执法执纪部门执行力度不

大，相关以收定支的禁止性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发

生太大效用。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的地方党政部门，

一方面为了筹措司法运行经费，另一方面也为了

从司法诉讼收费和罚没收入中分一杯羹，因而刻

意规避相关禁止性规定。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地

方政府以占全国 50% 的财政收入，支撑着占全国

近 80% 的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所需经费差额

近 4000 万亿。[7] 估计中央政府也充分考虑到了地

方政府财政支付的压力，在监督地方政府执行相

关禁止性规定时，就有意无意放宽了执法执纪尺

度，尊重地方政府业已形成的“以收定支”习惯

做法。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执法执纪环境中，地方

政府在有限空间中，充分利用司法经费自筹机制，

激活司法机关的罚没创收，从而一方面支援司法

机关解决了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增

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充实了国库。这一司法经费

自筹过程，地方政府不但没有损失，反倒增加了

收入，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实现了经费上的共赢。

司法经费变相自筹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但不反

对向司法机关拨付补助经费，一定程度上还乐意

这么做。其原因在于，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注入

政府财政预算，会成为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财源。

以罚没收入一项统计，调查表明，在中国地方政

府近 20 项主要财政收入中，罚没收入一直处于前

十名左右，绝对量上超过了房产税、土地增值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及烟叶税等税种的收入。[7]2013 年，国家

罚没收入总额为 1658.77 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收入

45.43 亿元，地方政府收入 1613.34 亿元。罚没收

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率高于同年度的房产税、

印花税、车船税、资源税、烟叶税，而与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数额相差不大。[16] 作为非税收入

的一个种类，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经济收益贡

献率，政府当然有理由不排斥类似司法执法机关

的自筹经费主体成为其财政收入的分享对象。

三 司法财物改革对司法经费自筹的冲击

司法机关财物省级统管制度是根据国家司法

体制改革的目标而设定的。2013 年，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

立了依法治国和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决

定》第九部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明确：要“确

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

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

一管理”。国家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新征程，对司法财物管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新要求。[17] 司法改革所推行的司法财物省级统管

思路，对地方财政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的传统

做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实行司法财物省级统管后，罚没收入等司法机

关非税收入，由市县法院统一上缴省级财政，是

各省的规定性动作。[18] 如广东省财政厅等单位下

发的《广东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行 [2015]700号）第十六条规定：“市

县两院依法取得诉讼费、罚没收入、赃款、赃物

变价收入、资产处置等非税收入应按规定及时、

全额上缴省级国库。”由此，地方政府会失去对

地方司法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处置权，既不可

能用这笔经费支援司法部门，也不可能用以增加

政府收入。失去罚没收入等司法非税收入财源后，

地方政府基本上很难另行挪出一笔经费作为地方

司法补助款。

历年来，地方财政补贴一直是市县司法经费最

为重要的来源，“历年预算上之溢额，莫不借此

以为弥补。”[19] 省级统管改革条件下，如何解决

70% 左右的资金缺口？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省级财

政是否能够支持这种投入力度？ [18] 有理由担心，

司法财物省级全面统管，在中央、省二级资金配

比不变的情况下，切除了地方资金来源后，市县

法院必然面临运行经费严重短缺的窘境。

司法财物省级统管后，增加省级财政对司法

经费的预算，也就意味着可能相对降低对其他部

门的财政支持力度，这会对省级财政管理部门造

成压力。据调查，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

省财政并不愿意承担增加的相应司法支出预算。

多数情况下，省级财政以全面“统出”的表面形

式来应对省级财物全面统管的责任。其方法是：

各市县司法机关所需经费，依然从市县司法机关

相对应的原地方财政来源获取，只不过是要求各

市县财政将相应资金统一上缴省一级财政，再由

省一级财政转手直接支付给各市县司法机关。相

关学者认为，省级财政目前尚不具备司法财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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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全面统管的能力与资源，故而，较为合适的做

法应当是采取省级有限统管，所需经费依然可以

采取省地结合形式支出。[20] 原来由地方政府承担

的部分，改革后由地方政府上缴省级财政，再由

省级财政转支市县司法机关。

如此一来，改革设计上的司法财物省级统管，

实际上就变成了省级“统出”，但经费来源要么

照旧主要取自司法机关相对应的地方政府，依然

坚持“地方为主、上级为辅”的旧经费配置模式；

要么部分经费仍由对应地方政府承担，“上级为主、

地方为辅”，如由地方政府承担补贴、临时性机

动经费、基本建设经费等。根据有限统管制度路径，

财物统管后，市县司法机关和所在地方政府之间

依然存在着经费上的从属关系。市县司法机关经

费是否充足，主要或者决定于地方政府上缴经费

的力度，或者决定于地方政府直接补贴、支持项

目的力度。

但问题在于，市县政府之所以能够长期承担

起地方 70% 以上比例的司法经费负担，这是因为

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外，还拥有司法机关注入的

数量相当可观的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以往地方

政府通过这类收入，能够全部或大部分解决对市

县司法机关的财政配给问题。如湖南省某地级市

人民法院，2015 年诉讼收费 2063.64 万元，罚没

收入 897.59 万元，非税收入合计 2961.23 万元；

而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成本经费

2400 万元，罚没收入成本经费 200 万元，经费拨

款 2207.65 万元，各类拨款合计 4807.65 万元。（相

关数据从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系统调取）该

院上缴的非税收入，可以补支 61.6% 的运行成本，

地方政府实际上只需另行补贴38.4%的司法经费。

司法罚没收入的利用，大大增强了本来财力不足

的地方政府的司法经费给付能力。但是，统管改

革后，市县司法机关非税收入统一上缴省级财政，

明显降低了市县地方财政的司法经费给付能力。

司法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罚没收入上缴省级财政

后，地方财政已很难有足够能力承担地方司法经

费的配比责任了。

有调查表明，在一些地方，省级统管改革试

点方案尚未正式下达，地方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

时对司法运行经费部分就不再予以考虑了。某地

法院审判庭建设项目已经政府立项，2013 年还专

门行文解决专项配套资金 223 万元，但统管改革

后，地方政府将该 223 万元配套建设资金全部收

回。某地方政府 2014 年承诺分配中央政法化债

资金 182 万元，支持该地法院化解历史债务，统

管改革后，地方政府书面回复法院，该笔资金不

再拨付。[21] 传统观念中，地方政府一般将司法机

关定位为地方政府管辖下的部门，而不是具有独

立地位的国家审判体系的组成部分，[22] 故而同意

给予经费保障。省级统管改革后，地方政府认识

到了司法机关具有独立地位，司法机关不是政府

的部门科室，而是独立的省一级财政预算单位，

其开支不属于自己的财政支付范围。统管改革导

致地方政府司法经费给付力度下降，其原因不应

简单归结为“地方党委、政府个别领导认识不到位，

支持力度不够”。[21] 应当理性认识到，这种支持

力度的下降，甚至地方政府产生支付的抵触情绪，

会是一种必然现象。

将罚没收入引入司法财经体制，用以补足司法

经费的短缺部分，我国司法经费形成了长期的对

罚没收入的财源依赖。反过来讲，也正是司法罚

没收入为我国地方司法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重

要物质保障。无论是工资福利的发放、办案经费

的补充、基建维修经费的筹集，还是办案奖励的

发放，刑事罚没收入的物质支撑作用都是功不可

没的。尽管罚没收入对维持地方司法财源具有重

要作用，但是，司法财物省级统管已成为当前司

法财经体制改革的确定方向。统一实行司法财物

省级统管后，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统一上缴省级

财政，地方财政无法再像原来一样分享罚没收入

红利。失去司法罚没收入红利的地方政府，也很

难再开拓新的财源支持地方司法建设。在省级财

物统管改革中，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会失去地方财

政的有力支持，从而面临一定的财经压力。故此，

司法财物统管改革中，地方司法机关需要勒紧裤

带，度过一个较长的司法财政压力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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